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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集团与自然等级：马长寿的民族理论研究

李　 甜　 郭金华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马长寿一生都关切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对边疆民族和汉族关系的思考，一直贯穿

马长寿的学术生涯，从早期在川康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到后期对北方游牧民族思想史的研究，都
一脉相承，并涉及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关系之理解。 文章试图通过揭示马长寿关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的自然等级观，理解马长寿的民族研究理论，以期提供不同的认识边疆民族的文明视野。 文章简要论述了学

界对游牧社会的讨论，主要涉及拉铁摩尔的游牧生计论与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游牧民理论，以及游牧民族和

毗邻民族之关系，彝族也被马长寿放置于这个理论框架中来讨论。 文章分析了黑彝游牧群体和主要从事农

耕的白彝群体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彝族的有机社会组成，论述了彝族中的统治阶层即黑彝贵族作为军事集

团的性质，从神话、亲属制度和称谓揭示了其二分婚的对偶组织结构，而这个结构在其他游猎民族，如通古斯

人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马长寿的理论关怀以及在学科史中的贡献对今天边疆学的深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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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马长寿（１９０６—１９７１）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１９２９ 年，他在国立中央大学

求学的时候进入社会学系学习，并且辅修了历史学。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的主要教授内容是美国社会学，
这并不符合马长寿的志趣。 他没有去做城市社会学研究、农村研究，而是将民族学与少数民族区域研究

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他学习了诸多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论，不过始终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和实际情

况出发来进行思考，尤其是中国的边疆问题。 首先他接受了美国的博厄斯学派的影响，承认文化相对主

义，并且认为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之下，仍有汉、满、蒙古、回、苗等民族之分；他对少数民族的关注与他对

内陆和边疆的结构关系的思考有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对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少数民

族的考察，在进行西南彝族调研的同时，他还考察了四川西北部的羌、番和嘉戎等族群；１９４９ 年转向民

族史方向后，从事的均为游牧民族的研究，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突厥人与突厥汗国》等系列

著作，以及计划进行的藏族研究，都是对边疆游牧民族研究的延续。
他对彝族的研究即是在这个脉络中进行的，并且最为系统和全面，此外还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以

其遗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为代表。 此书是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彝族的民族志著作，展现了民

主改革之前凉山彝族社会的方方面面。 １９３６ 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组成四川民族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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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寿以及负责摄影和绘图的赵至诚、协助调研的李开泽三人于当年 １２ 月从南京出发，经重庆到成都

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从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抵达屏山县开始，到 ６ 月离开西昌到成都，考察团在彝族聚居地区停

留了 １４５ 天；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考察团三人第二次前往凉山地区进行考察，从 １２ 月到达斯补勒陀到来年 ４
月离开，一共逗留了 １１５ 天。 除了这两次实地考察之外，马长寿还与岭光电土司、中央军校的彝族学员

等频繁交流，持续地完善和补充彝族调查资料。 至 １９４０ 年底，马长寿基本完成了对凉山彝族的考察，并
写成《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本资料翔实且丰富的民族志作品被积压在箱底，直至

２０００ 年才得以整理出版，本文即以此书为核心来理解马长寿的民族研究理论，时代的属性及学科发展

的阶段性是相关思考的前提。
马长寿的民族理论集中体现在其 １９４８ 年所著的《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① 他认为，少数民族是指

一个民族群体，在更大的社会中，因为他们所生活区域的自然及所保持的文化的特性，在特定时代特定

区域中处于相对的弱势，有别于该区域内拥有相对优势的“显耀”集团。 这样的一种类型差异在狩猎经

济和农耕经济并行的社会区域内比较多见，如非洲中部是农业民族，其周围则是狩猎民族，而且中间的

农业民族一度被统治于周边的狩猎民族之下。 比如苏丹西部的曼达人以狩猎为业，下层阶级的少数民

族则为土著的自由人，被征伐之后则永为农奴；非洲东部的罕默特为贵族牧民，组成下层社会的黑人则

以农为业；西南亚洲的犹太游牧民族统治了土著凯南人。 另外就是中国古代云南中部从事农业的西爨

白蛮，被游牧的东爨乌蛮所统治。 在古代中国，汉人以农为业，匈奴、西羌、鲜卑、契丹，则以游牧为主，农
业与游牧之争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不同族群有了

沟通与往来，在如此激荡不已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相互间的大冲突逐渐减少。 马长

寿论述了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或者说“显耀”民族的关系，其实质是占据优势的族群对弱势族群的统

治，而在历史中看起来处于边缘区域的少数族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是“显耀”民族。 从民族志来看，
“显耀”民族则多为游牧民族，弱势民族大多为邻近的农耕群体。 同时他也隐藏了一个疑问，即在历史

中，草原游牧民族虽然强大，但是并没有统治华夏。
在学界关于游牧民族与邻近民族之关系的讨论也是一直存在的。 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从生

计角度探讨亚洲北部草原游牧社会的起源，并讨论了和南部农业区域之间的关系。② 他认为整个游牧

制度建立在粗放经济及人口分散的原则上，是对农业民族的深耕经济和人口集中的一个反向发展。 当

草原的原始农业文化未能发展到大农田粗耕制或者农牧混合经济，游牧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拉铁摩尔认为，真正的边疆形态在周朝末年才逐渐明显，这个时期，中原农业的专门化与进步，加之农业

向仍然保持旧式混合经济地区的发展，使一部分余下的混合经济的群体转变为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
从生计的角度出发，他反驳了“戎狄侵入中国”的传统说法，他认为汉人以农业发达的河谷及平原作为

根据地，而游牧族群则以农业条件较差、不能灌溉或者需要高度技术才能灌溉的草原为生存地，他们以

防御而非进攻的姿态保有这些土地，并且随着农耕经济的扩展退到草原地带。 王明珂也深化了这个判

断。③ 他认为周代诸侯国独立或联合驱逐戎人，以维护及扩张其北方资源界限；各诸侯国建立长城，即
是华夏强力主张与维护北方资源边界的具体表征。 而处于长城以外的北方各部族，他们一方面被迫走

向适宜其环境的专化游牧业，一方面尝试构建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此游牧生活。
拉铁摩尔认为因为汉人文明发育较早，对周边民族的征讨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另外，尽管周

边民族实际上是在自卫，但其自卫的方式却是突袭，于是常常被看作是攻击者，是“显耀”族群。 这个观

念实质上反映出拉铁摩尔对游牧民族的看法。 实际上即便是汉人社会与游牧民族社会显著分离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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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也持续地互相影响着，这两种社会的接触线扩展成一个过渡地带，虽然经常会发生战争，但客观

上的交流也很频繁。 拉铁摩尔认为游牧民族和汉人所取得的“胜利”，没有一个不产生对自己的反动。
这代表着草原民族无法完全控制南方农业区域，中国的历代王朝也在努力稳定统治边疆地区。 拉铁摩

尔认为历代王朝的核心利益是需要一种闭关的经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和一个绝对的边疆，因此中国

传统的政治活动和征伐行为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确定的政治界限，以分隔平原的农业与草原的游牧。 长

城即是这种信念的表现，修筑长城是国家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保护农耕区域，同时也隔绝草原民

族。 中原王朝对边疆的征伐，他认为也不是内部的发展所促成，而是边疆势力活动的结果。 而至于草原

社会，他认为像南部的农耕社会一样，也有若干典型的过程，以达到自给自足，让草原与内地相隔绝。 而

且他指出游牧民族针对中原的劫掠，并不是发端大草原，而是集中在草原的南部地带。①

拉铁摩尔认为是边疆地区的混合生计和环境导致了操不同生计族群间的冲突。② 他从生计的角度

分析了先秦时期由于汉人精耕农业的发展，游牧民族作为资源的竞争者被迫退到草原深处，由于他们未

能保有适于农耕的土地才走向了游牧业，之后同样因为边疆地区复杂的混合生计与环境带来了两者此

消彼长的势力冲突。 不同于马长寿将游牧民族视为“显耀”民族，拉铁摩尔更多站在生计的角度将游牧

民族视为弱势的少数民族，并且他认为游牧民族本身的威胁是不大的。 在战斗是不是游牧民族“必要”
的伴随现象的问题上，拉铁摩尔认为草原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一样，都是向往和平秩序的。 社会秩序的

极端混乱多半产生在各种不同的生态和生计互相汇合的交错地带。 也就是说，真正的影响广大地区的

劫掠与社会动荡，并不发生在游牧制度已经完全确立的草原社会。 这一点他和马长寿的态度是不太相

同的。 马长寿认为在民族学视角下游牧族群更具有劫掠性，而农耕群体更趋于安分守己。 基于这个判

断，他认为如果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显耀”与弱小而言，都是相对的，需要说明特定的时期和所指的

区域。③ 他依据的就是历史上的游牧民族，诸如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边疆游牧民族一度是一方统

治者和“显耀”集团。
埃文斯－普里查德（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则通过努尔人的民族志进一步阐述了游牧民族内在的劫掠性

以及与战争的亲缘关系。④ 这从努尔人和丁卡人之间的结构关系中表现出来，虽然二者都是半农半牧

的社会，但是他们在军事能力上大相径庭，可见游牧民与毗邻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受生计的影响。 努尔

人为牧民，他们将战斗中表现出的技能和勇气视为一种美德，他们认为劫掠是体面的也是获利颇丰的。
他们把尚勇好斗看成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表现为在族群内有一种普遍的平等感，对其他族群则有一种

优越感。 埃文斯－普里查德提出，远在历史与传统所能追溯的时代，丁卡人和努尔人之间就有敌对行为

了。 努尔人几乎一直是劫掠者，而且在他们看来，袭击丁卡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并有神话将之合理化。
神话中丁卡人是偷牛贼，努尔人对丁卡人有着一种固有的轻蔑，还嘲讽他们的战斗才能，说他们缺少作

战技能，又很少具有勇气。
不同于亚洲北部草原游牧民族对空间的劫掠，努尔人更重视对牛群和丁卡人的俘获。 努尔人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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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版）中以印欧的辩证法为框架来讨论游牧，认为祭司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他认为游牧人促进了等级秩序的历史
化，以此对辩证法有所修正。 实际上，他谈论的并不是经验上的游牧人，而是为了理解游牧对印欧人的意义。 而至于文
章所论述的自然等级的分化，第二等级即游牧民族才是社会的主导者。 不过德勒兹所澄清的游牧民族的特征对于文章
是有意义的，遂引述如下。 在论述游牧民与战争的关系的时候，德勒兹指出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战争的人所具的独创性
和异常性必然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出现：愚蠢、丑陋、疯狂、非法性、僭越和罪恶。 他认为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只能以它们
的肯定特征、它们的独特空间、它们所特有的构成来界定，而不能以无知来界定。 可以看出，他将战争这种极端的侵略性
行为给予了正面观照，也承认了第二等级即武士阶级的暴力的合法性。 他指出战争机器是畜牧的游牧民族的发明，战争
机器通过畜牧和驯兽，建立起一整套暴力的经济学，一种使得暴力变得持久乃至无限的方式。 而游牧组织冲击着国家和
城市，将其当作敌人，目的是去毁灭它们，以使沙漠和草原得以扩张。



卡人是毗邻的部落，努尔人经常发动对丁卡人的劫掠，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牛群。 遇到袭击的时候，
丁卡人很少进行抵御，而是放开牛，尽量把它们赶走。 在被欧洲人征服以前，努尔人的对外关系就是对

毗邻的各丁卡部落的劫掠，他们不断为了牛而袭击丁卡人。 这种劫掠导致了努尔人与丁卡人之间的相

互吸纳与混杂。 在一个部落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身份的人：牒尤（优越的阶层）、孺（其他氏族的努尔

人）和扎昂（未被收养到努尔宗族中的丁卡出身的人）。 牒尤、孺和扎昂的身份差异引起了社会分化，但
是仅在仪式与家庭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这种分化只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情境中才表现出来。 努尔人

的劫掠并未导致一个阶层或共生系统的出现，而是通过收养的习俗，把劫掠来的丁卡人吸收到自己的亲

属制度中去，通过亲属制度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政治结构中。 可见，努尔人以其作战能力为傲，并且通过

劫掠邻近的丁卡人来获得牛群，以及将俘获的丁卡人纳入其亲属关系和社会中。①

拉铁摩尔认为游牧族群受到生计与环境的影响会与毗邻的农耕民族发生冲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

游牧族群内在的对好勇斗狠的渴望。 而埃文斯－普里查德通过对努尔人这个游牧民族的分析，认为他

们将善战视为一种美德，并不受到生计的影响，因为丁卡人和努尔人生计方式是类似的。 马长寿对彝族

的论述也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尽管同样是获得奴隶和财富，他当时所调查的彝族社会与努尔社会所

呈现的社会形态并不相同。 彝族作为游牧民族的特性在凉山彝族早期的迁移史中表现出来。 从洪水神

话后的第一代祖先觉穆乌乌开始，到第四代播阿图的时候，兄弟三人，携女眷、驱犍牛、赶骏马、率猎犬游

牧，并选择适于衍生的处所，经过辗转迁徙最终到达了嵫滋埠，嵫滋埠被视为是“上有畜牧之山岗，下有

牧牛之草原“。② 嵫滋埠在今云南省昭通一带，在神话中被视为是凉山彝族的发祥地。 马长寿认为这描

述了彝族先民早期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在彝族来到凉山的迁移史中也有所体现。 马长寿以曲聂部

新基家族的《招魂经》所述地名为例，还原其远祖从嵫滋埠出发迁往凉山的路线，颇能展现早期彝族的

游牧历程。
马长寿认为古代彝族以其传说与记载而言无疑为一游牧民族，但是他认为不同于单纯以畜牧为生

的草原游牧民族，古代彝族社会更凸显出游猎生活的属性，即在游牧生活中遇山林则放犬猎野兽，遇到

陌生人群则掠其货财、夺其牛羊，折回部落所在之区，马长寿认为他们是以游猎为生，而非驱畜成群牛羊

以牧畜为生的民族。③ 但是无论是以游猎为其生活方式，还是以畜牧为主，都难掩他们游牧之实。 彝族

生活在高寒山区，这是他们的一种主动选择。 这在他们的建房禁忌中就可见一斑。 彝族建屋选择高山，
并且忌在卑湿之区建房，他们认为卑湿之区为鬼蜮之地。 这同时也是因为高凉山区会为他们提供优良

的牧场。 而真正显示为游牧民族本色的还是在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组织机制，这在他们的宇宙观及宗教、
政治、物质文化中都有体现，这也决定了与其邻近的民族比如汉族、苗族的关系，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融

合过程。 鉴于此，下文将首先展示黒彝游牧集团与白彝农耕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有机社会。

二、农耕族群与有机社会

　 　 古代彝族为从事游猎的民族，滇中古代民族中，东爨乌蛮的主要部落即是彝族。 与东爨为邻者为西爨

白蛮，以农业为生。 唐代以前，东爨西爨仅仅有黑白之分，而无尊卑之义。 南诏时期乌蛮以婚姻兼并西爨，
西爨之民于是降为俘虏，乌蛮、白蛮或为黑白彝之祖。④ 这个叙事在彝族历史中是普遍的。 在魏晋时期，乌
撒部从云南进入黔西北建立了纪俄勾政权，初期势单力薄，不得已向三家武氏家族租借土地，待羽翼渐丰

后就用武力占据了土地，之后建立了乌撒政权。⑤ 根据田野调查，在白彝自己的叙事中也大致如此。 黑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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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撒氏带着他的部族来到白彝阿维家的地盘上，而白彝阿维家的祖先看他可怜便给他租了一片土地，但他

慢慢发展壮大后就将阿维家打败了，迫使阿维家对他俯首称臣。 而阿维家的人认为乌撒得胜是因为他的

“执着”，即一直借住这个地方不如将其变为自己的地方的心理。 他们认为黑彝和白彝的区别在于黑彝尚

武，性格更加强悍，而白彝基本以农耕为主。
马长寿在《彝族古代史》中同样也论述了东爨、西爨的这段历史，并且将其放置在奴隶制度的发展脉络

中进行了分析。① 自从晋朝的势力被驱逐出南中以后，从 ４ 世纪中叶起到 ８ 世纪中叶，西南彝族被爨氏大

姓统治了四百年之久，东、西爨的分合问题他认为表面上是奴隶主之间的争权夺利，实际上牵涉到两爨内

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东爨地区主要民族成分是乌蛮，为彝族，多散居山谷，不通汉语，其产业以畜

牧牛马为主；西爨则是白蛮，其语言、文字皆与汉族相同，实行墓葬，其产业以种植水稻为主。 西爨白蛮的

民族成分并不止一个民族，唐代人说的至少有三种：莫衹蛮、俭望蛮和今日白族之先民河蛮。 到了隋代，两
爨裂痕更为明显，为了争夺土地、奴隶互相开战。 唐朝时期，整个云南原有的西爨和东爨各地都被东爨子

孙占据，成为两爨合并时期。 马长寿认为东西爨的分合不仅仅是两爨大姓统治乌、白蛮的变化过程，也是

乌、白蛮在经济上、文化上、语言上相互影响的过程，经济上白蛮生产远比乌蛮进步，语言上白蛮也汉化较

深。 而东西爨的争夺导致的却是奴隶制度的深化。
《彝族古代史》相对《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是较为晚近的作品，其历史考据、考古材料等都更为细致

充分，以编年史的方式构建了彝族的历史叙事。 不过马长寿在《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中并未从社会发展

史的视角出发，而是直接切入了彝族的社会结构，以黑、白彝的二分来阐述其民族研究理论，并且展现了

其自然形成的等级关系。 在他分析看来，乌蛮首领尚武力，人民业游牧；白蛮首领尚巫术，为“鬼主”，人
民业农桑，因此二部落相遇而战，西爨必亡，而白蛮也降为了乌蛮的臣仆。 之所以游牧集团能战胜农耕

集团，原因在于游牧族群本身的特性，其游猎疆界是游移不定的，因季节气候而变动，生活也更为转徙无

定。 乌蛮多散布山林之中，为随处游牧生活，或驱逐牛羊渡江，或者投城镇为兵差，统辖云南部族及蛮

民；而西爨人民以稼穑为业，所居必平坦之区、小草湖泊之地，可以种植五谷桑柘。 游牧民族既需五谷也

需水草，因此农业人口及其土地成为游牧民族劫掠的目标，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并不足以自卫，结果

到了不能自卫之时，则希望得到强有力民族之保护。 反观游牧民族，为了保护其牛羊犬马，一面须防强

盗的劫掠，一面也要防猛兽的吞噬，所以其弓箭刀矛，既是其生产工具，也是其战斗武器。 他认为这是古

代伊兰人为突厥蹂躏、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侵略、中国中原北部屡屡遭受游牧族群劫掠的原因，历史上

的彝族亦类似，由此形成了一种“互惠”关系，即白蛮受乌蛮保护，白蛮输粟米，乌蛮出力役；但是在混乱

之时，乌蛮就会劫掠白蛮为奴到山林中为其耕种。②

马长寿在其《彝族古代史》中对此也有更为细致的考证。③ 他指出凉山地区在彝族移入以前就有许

多部族居住，东部有僰人、濮人、土僚、西番、磨些、羿子，彝族移入凉山后，凉山原有族群被彝族统治阶级

所统治，包括原本住在此地的汉人。 这些语言、族源不同的族群，一旦被彝族奴隶主所统治，则成为彝族

社会中的奴隶或者白彝。 可见彝族社会中农耕群体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 不过马长寿在其《凉山罗彝

考察报告》中并没有强调农耕群体内部的分化。④ 他在文中提到，今日（马长寿调查时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白彝不仅有历史上的西爨白蛮一种，还掳劫了滇中“尚白”的民族至大凉山，他们降服于黑色彝族，
因此才会有了黑白的贵贱之分。 白蛮建立了奴隶阶级的基础，因此后面黑彝无论统治僰夷，还是掳掠其

他族群人口为其奴隶，一概置于白级之列，名之为“白彝”。 今日（马长寿调查时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白
彝已成为被掳掠的“非黒彝”族群的总名。 因此白彝只是一种社会的或经济的概念。 马长寿并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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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历史上白彝内部的分化，而是将整个农耕集团以“白彝”统称。 他指出，这是因为由黑彝视之，无论

俘虏、奴隶、白彝，都是供其役使的群体。
马长寿对“白彝”群体的泛化凸显了一个相对于黑彝游牧集团的农耕群体，虽然这个农耕群体成分

混杂，但是却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单位，被排斥在黑彝通婚集团之外，并形成了一个自然等级。
黑彝贵族集团彼此之间的联姻交往形成了复杂的势力网络，从而在冲突与媾和间达成了一种平衡，同时

也抑制了宗子权的发育，即使后来由于中央王朝力量的介入形成了土司、土目的特权，但是终究没有跳

出武士集团之间你来我往所构织的网络。 黑彝贵族集团内部的各单位是相对平等的，社会距离产生于

黑彝游牧集团与白彝农耕群体之间。 在农耕群体中不存在真正的区隔，因为存在着上升的通道，真正的

区隔仍然在白彝和黑彝之间，从白彝上升为黑彝的通道是不存在的。 且来看历史上“黑贵白贱”的区隔

是如何在社会结构中产生的。
马长寿一开始将其追溯到系谱。 马长寿指出系谱的产生与阶级（Ｃｌａｓｓｅｓ）或种级（Ｃａｓｔｅｓ）社会有

关，如埃及王朝、印卡王朝、中国的魏晋时期以及印度。 他认为系谱是贵族社会的意识产品，通过系谱将

其祖先神化或者赋予其英雄的“卡里斯玛”，并将其传递给系谱上的子孙，由此保证了其贵族统治者身

份的传承。 但是贵族的系谱一经成立，平民也开始模仿，并且贵族对此也颇为赞许。 彝族便是极重视系

谱的民族，尤其是黑彝，关于系谱的记忆也是至关重要的教育。 白彝也有其系谱，但白彝的谱系简短零

落，不特不成系统，而且很少达到 ２０ 代以上。 系谱本来就是黑彝的专有，白彝不过模仿而已，黑彝的系

谱则颇为完备。① 水西家谱从六祖之一的穆齐齐算有 ９１ 代，乌撒土司家谱从穆克克算有 ７８ 代，从大凉

山收集的黑彝家谱从古侯曲聂到现在，最多的有 ７８ 代，最少的也有 ５０ 多代。② 以曲聂后代补余家族的

系谱为例，从曲聂开始一直到勒惹金此是 ６８ 代，这 ６８ 代中有非常完整的父子连名谱，白彝金古家的系

谱则是从补余黑彝第 ５９ 代的拉普迪俄开始算起的。 在这里土司家谱也被视为黑彝家谱的一部分，因为

“兹莫”即土司本身就是从黑彝中分化出来的，二者是同源的。 黑彝的系谱确实在保障其贵族统治的延

续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而且在司法、联姻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黑彝并不在意白彝对其系谱

的模仿。 除了系谱，黑彝为白彝所忌惮的还有其战斗能力和宗教领域中的权力。
马长寿指出，黑白有别的社会建立在战斗能力之上，战胜者为主，战败者为奴。 而白彝也有能征善

战者，成为黑彝贵族的将领，并且在日常的战斗中，白彝也是主力。 马长寿指出，战斗之时，白彝自带武

器干粮，随主出战。 可见当农耕群体被游牧群体所控制并整合成为一个社会之后，白彝同样也要承担部

分军事义务，不过战酋仍由黑彝担任。 而至于宗教，古时酋首与巫首不分，政治领袖即为宗教领袖，古代

汉文文献常以“鬼主”称呼之。 马长寿指出孤纥部族尚武力而喜滋事，而曲聂部族多出名巫，故族人多

好巫术，喜读书。 这里所说的巫指的是彝族的祭司———毕摩。 虽然历史上的名巫多出现于黑彝的系谱

中，如阿禄家的黑彝就多以毕摩为业，但是白彝也出过很多毕摩，并且到马长寿前往调查之时白彝的毕

摩人数要远远多于黑彝毕摩。 无论是系谱、战斗还是宗教都没有造成黑彝与白彝之间真正的隔阂，最严

格的其实是婚姻。 彝族实行的是族内婚制，即黑彝严禁与白彝通婚，只允许如土司与土司婚、黑彝与黑

彝婚、曲诺与曲诺婚等，黑白二级间的通婚为彝族婚姻之大防。 按照彝族不成文法，黑白彝男女越级而

婚或通奸者，其罪当死；而黑彝或白彝内部越级成婚的仅仅以降级处理，并不会被处以死刑。③ 可见黑

彝与白彝之间的婚姻区隔是绝对不可僭越的，而这也是为了避免白彝进入黑彝的联姻网络之中，跨越这

个界限的通婚者会对整个政治制度造成亵渎，因此是不被容忍的，甚至跨越黑白彝等级的通奸也是不许

可的，这和黑彝内部对通奸的包容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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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彝贵族集团通过将白彝从其通婚网络中完全排除出去而保证了其统治的延续，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彝族社会文化的割裂。 总体而言，黑彝贵族集团以游猎、勇力为其追求，白彝则以农耕为业。 马长寿

指出，民族诸文化特质之采取与遗弃，往往以统治阶层之生活模式为决定因素。 彝族以黑彝贵族为统治

阶层，黑彝之游猎文化已形成一庞大稳固的文化业体，此业体可以支配许多与游猎相关的文化特质。 在

彝族社会中，黑彝以其价值取向塑造了整个彝族社会，而白彝也以此为旗帜。 马长寿指出今日（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所见的彝族文化，虽然为黑彝与白彝共同缔造，但是文化最底层是黑彝的，而白彝不过随黑彝

贵族阶级而仿效之。① 这个模式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在北欧神话中，阿斯族掌握着战斗、司法功能，是
高级魔法的掌有者，瓦恩族掌握着财富和丰产功能，是低级魔法的持有者。 当瓦恩族被阿斯族打败之

后，瓦恩族被整体纳入阿斯族中形成了一个功能完整的有机社会。 莫里斯·古德利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Ｇｏｄｅｌｉｅｒ）在论述巴怙亚部落的时候也谈到了优势的巴怙亚部落与之后加入到巴怙亚部落的本地氏族在

政治上的区分。 巴怙亚人被认为有更强的武器和军事技巧，而且有更神奇的魔法，更为重要的是，有更

复杂的仪式，导致了本地氏族的失败，于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克威玛特尼”加入了巴怙亚人。②

马长寿在其论著中描绘了整个彝族社会的精神气质以及这个有机社会的表现。 整个彝族是一个推

崇韬武的社会。 虽然白彝要么忙于农耕，要么忙于劳动分工之下的各匠种，极少有闲暇时间，但黑彝则

是忙于进行军事上的教育和培养，并且有极多的闲暇可以进行竞赛和游猎。 虽有这个差异，但是这只是

功能上的分化，并没有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的分裂，整个社会氛围都是崇尚武力和游艺的。 彝族有众多的

游戏方式，比如拳击、摔跤、吹喇叭、吹唢呐、吹口琴、掷石、弹石弓、骑木马、耍刀、抡矛、射箭、狩猎、赛马

等，除了赛马为条件所限多为富彝的爱好，其他的运动则为黑白彝男子共同喜爱。 而这些游戏均可视为

是一种军事上的培训，与彝族传统社会全民皆兵的性质呼应，而且成年白彝男子的使命就是要拥护其黑

彝领袖。 这也与彝族对勇力的颂扬有关。
马长寿指出，在彝族人之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为战斗做准备，以提升自己的战力。 童年少年时主

要在生活中训练，成年彝族，无论黑白彝，皆被规定为宗族中之战斗人员。 一旦有战事，随时可召集，战
员没有躲避被征召的权力。 而且平时彝族男子最爱好战装，佩携武器。③ 在此，马长寿很明确地将彝族

定义为一个军事民族，根本原因是黑彝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样态。 除此之外，在婚

姻、丧葬以及系谱上白彝都效仿黑彝，因此可以说白彝即使作为被统治阶层，仍然体现了黑彝武士集团

的价值追求。 彝族的有机社会是在基于等级分化的基础上，被统治阶层和统治阶层进入同一个文化模

式中，并且共享了一套价值体系，而这套价值体系是被游牧贵族集团所规定的。 下文探讨马长寿关于黑

彝游牧武士集团特征的分析。

三、继嗣、联姻与横向法：黑彝游牧贵族集团的婚姻形态

　 　 在论述凉山黑彝的社会组织时，马长寿运用了部落、氏族和胞族的概念。 他指出在凉山只存在着两

个部落，即孤纥与曲聂，所有凉山彝族要么是孤纥后代，要么是曲聂的后代，无出其外；在部落之下则是

宗族，他以氏族概念为其对应物；而在宗族之下则是胞族，为从宗族中分化出来的组织，也被称为家支，
胞族是与宗族功能相同的社会单位，是一个军事防卫共同体；而在胞族之下则是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
摩尔根（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在《古代社会》中对氏族、胞族和部落有明确定义，他指出胞族是基于母系

氏族的分化形成的，具有宗教和社会性，没有政治功能，而且胞族为部落最大的外婚制单位；氏族则是血

缘群体。④ 很明显这和马长寿所运用的胞族概念是不同的，马长寿自己也认为和易洛魁人的胞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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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胞族更多指的是基于同一祖先分化出来的，并且以新迁之祖为其祖先，另开新谱；而他的氏族

概念也指的是有共同的起源祖先并且共享系谱的群体。 可见他的氏族和胞族概念都是与彝族的系谱有

关的，是基于父系的继嗣原则产生的，与世系群的概念更为接近。 但是，马长寿的氏族概念则毫无疑问

来自摩尔根，包括他对彝族社会是从母系氏族到父系宗族的判断。
马长寿指出彝族社会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宗族的转变，在彝族神话中存在着“买父亲”的说

法。 巫经中载有，在阿苏阿窝之前的世代都是生子不见父，阿苏阿窝情急不已，便背黄金到各处去买父

亲，他在受到神的启示后，请人行祭祀祖宗之礼，并且婚配乌妮奇庐生下一子，才开始“祖在见其孙，父
在见其子”。① 这则神话的关键在于行祭祀之后就“知其父”了，而祭祀在另一则神话中也有体现。 在雯

治变人神话中有言，雯治世烈时之人，乃初次所成之人类，走路不能，偃卧不下，头积鸟巢，腰藏蜂蔟，脚
带蛇窟。 始行祭祀三次，头上去鸟巢，腰间去蜂窝，下肢去蛇窟。 人形略成而有尾。 而至于雯治世烈，马
长寿依据神话传说也对其系谱进行了分析，模式为“Ａ 族之女婚 Ｂ 族生 Ｂ 族之女”，为母系继嗣，而雯治

世烈则是第一次出现的男性继承人。
在马长寿分析的母系氏族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尼智哥阿罗，现在也称为支格阿鲁，为彝族

社会共同信仰的神话英雄。 尼智哥阿罗在神话中的位格为射日英雄与创世英雄，创造了宇宙节律，
他的死亡导致了鹰族和蛇族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水旱的节气分野。 马长寿将分析重点放在了尼智哥

阿罗的系谱上，这个系谱与雯治世烈系谱的模式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女性祖先都有具体的名称。 如

第一代的祖先为海尔兹，与雁族男子婚生第二代女性祖先雁嫫阿姬，尼智哥阿罗的母亲为普嫫年绮，
为第七代，与夹烈地方的四对鹰族男子成婚，分别为天上鹰么乌喋、地上鹰穆苛喋、三原鹰索披喋、乡
峦鹰车车喋，喋即为“鹰”的意思。 马长寿通过对这些名称的分析，指出母族之名在子名之后，如“么
乌喋”之“喋”，即为鹰氏族；而女性则在本名之前冠以父亲氏族之名，如“雁嫫阿姬”之“雁”，即意味

着她的父亲来自雁氏族。 若将这个规则用于分析尼智哥阿罗，“阿罗”则意味着“石头”，同样，马长

寿指出第一代祖先“海尔兹”即“杉林之石”的意思，因此根据系谱的推导，尼智哥阿罗应属于石族的

女系氏族。②

在这个神话中，尼智哥阿罗的出现和雯治世烈具有相似性，都是在女系氏族中出现的一位男性

始祖，所不同的是，尼智哥阿罗的父亲已经有了具体的名称。 同时，在神话中还出现了尼智哥阿罗对

母亲很明显的排斥。 神话中表述“生后年一岁，不愿母怀眠；生后年二岁，不愿饮母乳；生后年三岁，
不愿随母食；生后年四岁，不愿随母语”，反而在五岁的时候就去挽弓、骑马、放犬射箭去了。 这样来

看，尼智哥阿罗和雯治世烈可以被视为是属于同一组神话母题，互为补充，无论是雯治变人还是尼智

哥阿罗别母射日，都关乎部落武士的生成问题。 而在尼智哥阿罗的神话中，还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

信息，即当他坠马死后尸体为海滨蛇族所食，他的舅家为鹰族，去寻找尼智哥阿罗尸体未果而和蛇族

开战。 在这里尼智哥阿罗的父族和舅族均为鹰族，这也就意味着尼智哥阿罗的舅舅与鹰族的女子婚

配，而成为鹰族的人，在这里似乎已经出现了马长寿后来所论及的二分婚组织，即石族和鹰族形成了

交换婚姻。
马长寿指出在凉山彝族中存在着二分婚组织，即最早期的孤纥部和曲聂部。 在彝族创世史诗

中，雯治世烈始建父系谱牒，之后为世烈奥陀、奥陀书腊、书腊曲布；雯治之前皆为女性世系，而在曲

布之时则创立父性世系，定礼法、创集团、行祭典，男婚女嫁。 在云贵川的彝族历史中，曲布的孙辈觉

穆乌乌为洪水时代之后的彝族始祖，觉穆乌乌也被译为阿普笃慕，被所有彝族视为共祖。 觉穆乌乌

的六个儿子即彝族的六祖，在洛尼山进行分支仪式：慕雅切（武部）和慕雅考（乍部）迁往滇中、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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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雅热（糯部）、慕雅卧（恒部）两部向北迁徙，后又进入四川凉山，即孤纥与曲聂部；慕克克（布部）、
慕齐齐（默部）向云贵交界地区发展。 这里能明显看到彝族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结构，即在迁移的

过程中两两成对，形成一个通婚集团，在这里以孤纥、曲聂的例子来说明。
马长寿指出当嵫滋埠人口达到饱和的时候，一部分彝族就从嵫滋埠迁移去了凉山，迁移的部族主要

有两个，由两个酋长率领，即呃阿孤纥和宜阿曲聂，相传为同族兄弟二人。 二人各自率领着他们的部落

渡过金沙江之后，孤纥循着右路前进，曲聂循着左路前进，辗转迁移之后，两部在凉山中心的利米马姑相

遇。 因为两支人群相违日久而不相认识，所以发生了战斗。 孤纥、曲聂各大显神通，在此次战斗中牺牲

的人数众多。 当消息传到金沙江彼岸后，同族阿者、乌撒、阿乌等派代表兹柯和富格二人前来协调讲和。
富格进行调停的方式就是令两个集团通婚联姻，曲聂之子阿介与孤纥之女世哈结婚、曲聂之女曲烈同孤

纥之子尼古结婚。 在这之后两个集团便化干戈为玉帛，变冤家为姻亲了。
在两族和好如初之后，又分头向各处繁殖，孤纥部继续向右路前进，在凉山东面，因此如今孤纥部的

分布仍以凉山东面为多，如阿都族、阿苏族、阿著族、甘尔蒲田十二族、阿候素格族；曲聂部则向左路前

进，因此如今的曲聂部多分布于凉山西部，如沙马族、阿禄族、利利族、斯基族等。 虽然二分族互为婚姻

之家，但是他们之间的偏见仍然不能完全消除。 马长寿认为孤纥与曲聂二部类似于对偶组织，孤纥象征

天上的黄云，曲聂象征空中的雨露，二部互相配合，才繁衍出凉山的彝族子孙。 因而在婚姻关系上来说，
神话史诗中的孤纥和曲聂分别为一个婚姻半族，两个半族为外婚制单位，互相通婚。 马长寿认为凉山的

彝族便是由这个对偶组织衍生而来，而如今的外婚制单位是宗族。①

马长寿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彝族的神话，发现了彝族社会的早期二分婚组织，而通过对母

系氏族时代的神话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其母题仍然是二分婚神话，可见对于彝族游牧集团来说，二分

婚结构可能是其核心要义。 马长寿又从亲属制度和称谓来对其进行考证。 在彝族的亲属称谓中，以
“我”为核心来看，“我”之上辈男子的称谓都可归于 ａ ｂｗə，仅有不同的状语区分伯仲叔季；上辈女子的

称谓为 ａ ｍｕə，不同的是姑母的称谓仍为 ａ ｂｗə。 “我”的祖辈男性均为 ａ ｐｕ，女性均为 ａ ｍａ；“我”的子

辈男性为 ｚə，女性为 ａ ｍｉ；“我”的孙辈男性为 ａ Ｌ，女性为 Ｌ ｍａ。 可见，“我”的不同辈分的亲属称谓较

为简单，马长寿认为这属于摩尔根所谓的阶别制度，但是在“我”的平辈亲属中，称谓是颇为复杂的。 首

先需要在亲属制度层面对彝族的同胞概念进行界定，同胞不仅仅指自己的血亲兄弟姐妹，同样也包括同

一宗族父辈的子女以及母亲姐妹的子女。
例如，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其堂姐妹和姨表姐妹都统称为 ｈｎｉ ｍｕə，而其堂兄弟和姨表兄弟则统称为

ｖｅ ｗｕ（兄）或 ｉｅ ｎｉ（弟）。 所不同的就是对姑表和舅表的称呼：舅族之子为 ｏ ｔ∫ ａ，舅族之女为 ａ ｍｉ；姑族

之子为 ａ ｗｕ，姑族之女为 ａ ｚａ。 而对于舅舅、姑父和岳父的称谓均为 ｏ ｎｉ，对舅母、姑母和岳母的称谓也

均为 ａ ｂｗə；舅舅对外甥与女婿的称呼都为 ｄｕ ｃｉ，而对外甥女与媳妇的称呼也同为 ｚə ｍｕə。 之所以在

“我”这一辈上衍生出复杂的宗亲称谓、姻亲称谓与姑舅称谓，正是因为彝族的二分婚结构，马长寿认为

推崇姑舅表婚以及禁止姨表婚正是因为彝族的社会组织是二分半体的。 而孤纥与曲聂二部的婚姻之

始，也是这二分半体的组织的开始，因此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世代实行交换婚姻，这个交换婚姻则为后代

交错从表婚姻的源头，亦即二分半体对偶组织的滥觞。②

这个二分半体组织与彝族的交错从表婚姻，如图 １、图 ２ 所示：
可见，神话中的婚姻模式与彝族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模式是相似的，也可证明虽然孤纥、曲聂为外婚

制单位已经式微，但这种二分婚形式以彝族通行的交错从表婚体现出来，而进行交错从表婚的两个家族

往往累世通婚。 在理想形式的二分婚社会中，姑会与舅相配。 这就能解释为何舅母、岳母与姑母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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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两个婚姻半体（神话中弧纥和曲聂）

图 ２　 具体的婚姻实例（素格家和尼区家）

相同，而舅父与岳父、姑父的称谓也相同了，同样还能解释为何外甥与婿媳的称谓也相同。 这不仅仅是

一种习俗的遗存，同样也代表了一种权力。 在彝族社会中，姑舅的交错从表婚是优先的婚姻形式，这和

早期彝族社会的二分组织是有关系的，同样这也能解释在彝族社会中的舅权优先现象。
马长寿指出，在姻亲之中，舅父之权特大。 谚语说道“头发之中心，舅父舅家生”，相关的谚语还有

很多，都是为了表现舅舅的地位和特权。 而舅族最重要的特权就是舅之子拥有舅父姐妹之女的优婚权。
马长寿指出，若外甥女不为舅表所娶而嫁给他人的话，在出嫁的日子舅父必须到场，而且要手持祥枝祝

福，并送甥女入婚庐，代表着让渡的意思，这个仪式为“作舅父”，而新郎报答新娘舅父的钱帛仅次于新

娘的父亲。 此外，舅女也有优嫁甥男的权力，若舅父没有女儿嫁，外甥别娶的时候也要征求舅父的同意。
若舅舅家有战事，外甥也需要带领伙伴来应援，同样的，若甥家有仇敌舅家也会派人救助，因此对于彝族

来说，除了自己的家族，最重要的就是舅族。 若父亲与舅父感情不洽，而舅家有难的时候，外甥骑马一

匹、携枪一支以赴，否则就会被人诟病，舅家有祭礼，甥的礼物也特重。①

可以看到，当外甥女嫁给其他人家时，其他人家需要向舅舅赎买新娘，并且舅舅在仪式中有表示让

渡的行为；当外甥有困难时，舅舅则对外甥有救助的义务，同样外甥也对其有义务，甚至能突破家长父权

的限制。
拉德克利夫·布朗（Ａｌｆｒｅ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也论述了舅权的问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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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舅甥之间的戏谑关系并非是一种习俗，同样也体现了一种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 布朗认为舅甥之间

戏谑关系的出现就是因为外甥天然地具有继承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外甥是没有的，所以只能通过戏谑

的行为来实现这个权利。 无论是戏谑关系抑或是亲密关系反映的都是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这也体现

在彝族的姑舅表亲昵行为中。 马长寿指出彝族的婚姻是没有太多浪漫色彩的，而且在翁媳、大伯与弟媳

之间存在着非常严格的禁忌，如果弟媳被大伯调戏甚至可能发生自杀行为。 但是在姑舅表兄弟姐妹间

却常有亲昵行为，并且他们也有亲昵的特权。 彝族女子结婚之后，新妇往往会归宁，怀孕后才会返回夫

家居住，这个归宁期可能达数年之久。 而在新妇归宁期间，姑舅表青年经常会假借探亲与其亲昵，甚至

怀孕的孩子也可能是其姑表兄弟的，但这是在社会中得到认可的。 而姨表兄弟姐妹间则禁止亲昵，为可

亲而不可昵、禁婚而不回避的关系。①

无论是舅权还是姑舅表亲昵的特权，都和彝族的早期二分婚系统有关，而这种二分婚系统的出现则

是在游牧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 孤纥与曲聂一开始属于同族兄弟，在迁移中分化为两个外婚制集团世

代进行通婚。 在这里婚姻不仅仅是一个交换关系，而是两个外婚制群体之间建立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是两个部落之间确立的法律形式，而舅权也从这里面生发出来，舅舅不仅对外甥有权利，同时对其也有

义务。 而黑彝女性的权利地位也是在部落之间的婚姻交换中获得的。 马长寿指出黑彝妇女对于夫家来

说是一种势力，指的就是其母族、舅族的势力。 当一彝族女子的母族与夫族有纠纷之际，妇女多往返于

二族之间以调停之。 若不幸调停无效，两边刀兵相见，凡族中与敌方有姻缘之妇女，则群出挡战。 挡而

无效，有解衣脱裙以自杀者。 因此当两阵相对的时候，贵族妇女来挡，例即停战。 一旦发生妇女辱杀事

件，纠纷就会扩大。 盖所忌惮者不在妇女，而在此妇女之母族舅族及其他姻族。② 除此之外，当妇人通

奸被暴露后，其丈夫不敢责问妇人，害怕妇女羞愧自尽而引发更大的纠纷。 这正是因为在横向的交换中

女性间接获得了某些权利。 而至于女性土司的出现，则与其继承制度有关。
由前文的亲属称谓的分析中可知，一个男性的同辈亲属称谓具有长幼的区分，其父辈同样具有伯仲

叔季的区分，但是这不仅仅以年龄为界。 马长寿指出除了同辈以出生先后决定长幼外，每一世代男女对

于旁系亲属的位置顺序都由先代的同性嫡系亲属在同世代同性间的长幼地位而定，这也被他称为是宗

法的长幼，这也就意味着前代的长幼定了，则后代的年龄大小就无关轻重了。 在父系宗族中，长子被诸

弟尊称为阿暮。 在继承上来说，阿暮所继承的祖遗田产和奴隶与诸弟略等，但是家族中祖传的宝刀、战
马、马鞍、金箭、银纱、珍珠之类则由长子阿暮继承，尤其是祖传的爵位印衔也为阿暮所继承，若没有长子

则传给次子或者长子之妇。 在一个大宗族中，嫡系长子则为各家族长子之首，被称为“兄首人”，土司土

目的职位均由兄首人继承，而土司也仅与土司家族联姻、土目与土目家联姻。
除了长子外，就是幼子地位较高。 幼子按例居祖宅中，并且奉父母之祢，即父母的灵位，并且承继祖

宅附近的庄田。 逢年过节的时候，长子及诸子都要回祖宅祭祀。 除了长子及幼子之外的诸子则没有额

外的特权继承，只是继承父母产业。 至于女儿，则继承母亲的衣饰。 当没有儿子也没有近族的时候，父
母的产业也可由女儿继承，爵位印号则由长女所得，继承爵位的长女则不出嫁，招赘婿。 在继承原则上，
军事上为长子继承，而祭祀权则为幼子继承；当没有儿子的时候，由长女继承；当长子死亡后，可由其妇

继承。 幼子继承权在游牧民族中比较常见，这和长子的军事功能有关，而彝族同样也是儿子成家后即分

居出去，自建板屋和锅庄，自立门户，幼子则成为最后住家的儿子。
但是马长寿也指出，基于宗族内的继嗣原则并不总是有效的。 若宗族长子势力不够，则将为群弟所

制，权力日倾，黑彝贵胄之全副精力贯注于阶级制度，而次要于宗法制度。 这也说明了彝族社会并不能

完全被视为一个宗法社会，仍然受到的是武士集团之间的横向交换规则的制约，也即二分婚结构所带来

６３

①
②

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第 ３２４－３２５ 页。
相关论述参见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第 ４３０ 页、第 ９９ 页、第 ３１１ 页、第 ３１５ 页、第 ３１９ 页、第 ３１３ 页。



的姻亲网络。 马长寿指出自孤纥曲聂以来即实行二分半体之交错从表婚姻，晚世以来，二族虽不禁止与

其他宗族联姻，然而这二族之间的婚姻关系最为频繁，而成为两个婚姻偶体。 更进一步，二族因为婚姻

之交错，引起居住之相邻、土地之交错、战斗之联合，以及平时守望相助，在社会上成为一个联合集团，比
如阿禄马家，阿禄为曲聂之后，马家为孤纥之后，二族因为婚姻而成为一个联合集团，此外的罗美美姑

家、阿什八千家均因为婚姻关系而联合。① 在这个二分对偶结构之下，不同的黑彝集团之间或联合起来

或发生争斗，起到了制约家内法权的作用，最为凸显的就是舅权的影响。 另外，女性的地位也在部落内

的横向交换中凸显出来。 因此对于彝族来说，这个二分婚结构就成为认识黑彝武士集团的关窍，这个制

度则是在迁徙中逐步完成的。 这个二分结构则脱胎于游牧武士集团之间的交往，并且直接影响了其亲

属制度，压制了黑彝内部等级的发育。
这种结构在其他游牧民族中也有发现，如北方的通古斯社会和满族社会。 在通古斯社会中，从

老氏族中产生新的氏族之后，就会形成新的外婚制单位，原则是除了有共同直系祖先的氏族外，在不

同名称的氏族之间允许通婚。② 史禄国也指出氏族组织的基础是婚姻的调整，当氏族满足不了调整

婚姻的需求的时候，通古斯人就会把一个氏族分成两个外婚制单位。 而且在通古斯人中最常见的是

两个氏族间，由母亲的氏族提供妇女，进行有秩序的交换而互相连接。 在所有集团中，都认为表亲之

间的交叉婚姻是最优先的，最受欢迎的形式是一家的子女与另一家子女交换。 这个交错表婚原则和

彝族是类似的。 而在满族社会中，当氏族过于庞大的时候，也会创立新的外婚制单位即“莫昆”，普遍

的限制是不允许在同一个莫昆结婚，但在一个哈拉内并不禁止通婚，只要不属于同一个莫昆就行。
史禄国进一步指出，同一个哈拉的成员可以结婚，条件是双方有各自的氏族神灵。③ 这个哈拉类似于

孤纥、曲聂部族，而莫昆则是分化出来的家族。 彝族孤纥或者曲聂部并不禁止内部通婚，前提是没有

共同的近祖。 比如在孤纥部中，阿候家与恩扎家可以通婚，但是严禁与素格家通婚。 由此可见，二分

婚组织在游牧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并内化成为部落的法则，主导了游牧贵族集团之间的

战与和，这几乎应了德勒兹说战斗机制是游牧民族的发明的问题，而这种二分婚结构也压制了军事

贵族集团内部的等级制的发育。
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在《结构人类学》中也指出了这个二元组织是普遍存在于部

落之中的。 他认为温内巴戈人以前曾经分成两个半族，即上分支和下分支，这些半族实行外婚制，而
且有明确的相互权利与义务。 每个半族都必须为对方的死者举行葬礼。④ 而且这两个半族被赋予不

同的角色：战斗和治安是下分支半族的事，和平与调节活动则属于上分支半族。 在其他领域，两个半

族分别承担着创造和守护宇宙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运作。 而在彝族的孤纥和曲聂半族中，马长

寿指出孤纥氏族多，集团的力量强，尚武力而喜滋事；曲聂则氏族少，不相团集，喜进取而尚竞争，易
与汉人接洽，故吸收汉文化多，且其族历代多出名巫，族人多好巫术，喜读书。⑤ 可见孤纥和曲聂这两

个二元组织同样也有一个功能上的分化，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组织，反映出黑彝游牧贵族集团的

价值观。

四、余论

　 　 本文以马长寿在 １９４０ 年底写成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为基点，尝试理解马长寿的民族研究理论。
马长寿肯定了黑彝作为一个游牧军事集团的性质，并且分析了所保留的二分婚结构。 在神话史诗中，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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纥部和曲聂部是两个外婚制单位。 随着历史发展，孤纥和曲聂已经成为凉山彝族的先祖和不同人群的

范畴，其婚姻实践上早已出现了变化，不过其二分结构仍然存在。 而通过对书中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可以

发现，无论是其神话还是亲属制度都体现了这种结构关系，这种交换婚姻原则也成为其部落的横向交往

法则。 在这种横向的婚姻交换中女性的权力得到某种保证，宗子权则得到抑制，间接确立了其军事集团

内部的平等法则。 这种婚姻模式并不孤立地存在于彝族中，其他游牧民族社会中，比如通古斯社会也

存在。
这一研究是与马长寿的学术思想脉络有关的，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游牧民族研究，比如西南的羌族及

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包括他还未完成的藏族史研究，而他对游牧民族的关注则与对中华文明的

思索有关，他以社会学的视野来思考汉族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 从汉族的视角看周边的少数民族，是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但若从少数民族视角看，则会发现一种新的民族关系，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的关系。 在这个视角转换之下，按照民族志经验来说，往往是游牧民族劫掠附近的农耕民族，表现出

“显耀”民族的姿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等级关系。
从这里出发，就能看到马长寿民族研究的志趣。 一方面是出于他的学术追求，他的《人类学在我国

边政上的应用》一文对此有详尽的思考。 他反思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分类，即所谓的原始民族、少
数民族、弱小民族的研究分野，他认为人类学不能一味浸淫于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应当开拓人类全体及

其文化的整个领域。 基于此，他开始反思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尤其针对所谓的“少数民族”观点。 与西

方人类学对原始民族的研究总是伴随着殖民不同，马长寿认为中国边疆并非中国的殖民地，即中国只有

边疆，而无殖民地，而此边疆概念为文化的或政治的边疆。 他认为边疆民族可以说是一些少数民族，但
是仅限于人口多寡，若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显耀者与弱小者的对比而言，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与描述须

加以时代与区域的限制。① 也即意味着就历史来看，在一定区域和时代，边疆民族之间或其内部还存在

着更为实际的阶层差别。
他提出此论点是为了反思以汉人的文明为中心的民族观，并且试图将边疆民族看作一个平等的单

位去认识和理解，对贯穿他一生的游牧民族研究有着最为现实的考量，即去理解边疆和改革边政，而他

的民族研究理论正是在重新审视汉族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之后进行的思考，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对边疆

统治阶层作为军事集团的认识和重视。 他认为游牧民族同邻近的农耕民族或者说是缺乏军事能力的集

团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等级关系。 在这个等级关系中，游牧民族往往是占据高位的，这同他对少数民族与

“显耀”民族的理解有关，而他的民族理论也是在这个自然等级的范畴中来阐发的，这为当代理解复杂

的边疆关系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路径。
从布克哈特 （ Ｊａｃｏｂ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研究希腊人的竞赛精神开始，到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对武士阶层以荣誉为核心的身份法的研究，以及尼采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马林诺夫斯基

（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ｏｌｉｎｏｗｓｋｉ）所研究的海外库拉的声望贸易、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对西北美洲的礼物与武士道

德的关联、莫里斯·古德利尔对巴怙亚大人物的关注，以及皮埃尔·克拉斯特（Ｐｉｅｒｒｅ Ｃｌａｓｔｒｅｓ）对暴力的

研究，都可以发现在人类学的学术脉络中存在着对第二等级的军事贵族的关注。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并

没有军事集团的容身之处，但是在结构完整的边疆地区以及非洲一些原始部落地区则可以发现其发挥

着重要的功能，马长寿正是延续这个脉络明确地将黑彝视为一个军事集团，并以此展开他对游牧民族和

边疆社会的研究，这种视野对于当代边疆学的深度发展应是有所裨益的。

８３
① 马长寿：《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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